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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玛尔纳书信看古代西亚北非大小国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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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阿玛尔纳书信和其他历史资料，分析了公元前十四世

纪阿姆鲁王国与埃及第十八王朝及赫梯新王国之间的交往方式。 本文认

为，阿姆鲁充分利用了其地缘政治地位，作为一个小国在帝国主导的国际

框架内开疆扩土，扩充自身实力。 而这种策略反过来也加强了阿姆鲁与周

边各国谈判的能力。 阿玛尔纳书信中记载的两代阿姆鲁统治者的策略反

映了他们对该地区外部干预力量消长的敏锐把握，同时体现了其现实主义

的国际关系观。 此外，鉴于古史能够为我们提供的大量细节资料，本文也

呼吁古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之间加强互动和合作，一方面将古代国家间

的交往置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进行观察，另一方面也可以争取用古

代史料修正和完善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关 键 词： 古代国际关系；阿姆鲁；埃及；赫梯；阿玛尔纳

作者简介： 梅华龙，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生（马萨诸塞州剑桥

市 ０２１３８）。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１６１（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７５－１６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５７·



历史上的中东国际关系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导论： 国际关系与古代历史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威斯特

伐利亚体系”视作近现代国际体系研究的起点，而更早的历史交往被普遍认为与近

现代国际体系观格格不入。①

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和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近年来有学者对上述观念提

出批评并予以修正，②引发了学界对一系列问题的重新审视。 国际体系是否只是一

个现代概念？ 其是否肇始于欧洲？ 用“国际体系”及类似词汇来描述或解读欧洲以

外地区上古和中古时期的政治现象是否具有现实意义？ 反之，当考察其他历史阶段

或其他地区不同政治实体的交往模式时，我们能否将其中某些模式与“国际体系”进
行比较？ 这种比较是否将必然成为“时代谬误”？ 如果我们坚持把国际体系和国际

关系中的多数活动看作近现代独有的现象，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近现代政治实

体交往模式及其结构性体系异于从前？ 在方法论上，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之间存在

何种学科关联？ 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以何种材料为基础？ 这些材料的时代边界又该

如何界定？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涵盖了历史上不同政治实体间的所有交往模式？
了解更早的历史先例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当代地缘政治格局和相关的国际关系

议题？
针对上述问题，以布赞（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和利特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为代表的学者通

过研究给出了新的答案。 他们认为，有必要运用“长视角世界史观”看待历史上不同

国际体系的产生与演进，大多数学者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视为国际体系的完美体

现，将欧洲视为现代主权民族国家的发源地，进而将其视为真正的国际体系的摇篮，
阻碍了“长视角世界史观”的实践。 布赞和利特尔同时认为，如果根据不同时期的历

史特征，将帝国（Ｅｍｐｉｒｅ）内部视作一种国际体系，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关系的理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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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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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新的入门书目中，“主权国家”往往被视为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先决条件。 因而严格来讲，“国际

关系”被认为只存在于近现代欧洲，并随着欧洲的扩张延展到全世界。 例如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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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本质改变。①

布赞和利特尔的观点未必完全客观，但至少为国际体系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建
立在现代主权国家概念之上的国际体系，可能只是人类历史上众多国际体系中的一

类；在其他历史阶段和政治组织模式下，不论是帝国及其属国、独立王国、广域帝国

甚至酋邦和部落，它们均为自主性政治实体，具有不同的对外政策和交往活动，且各

自间的竞争、合作以及谋求均势的努力，都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跨主权和跨治权区域

之间交往模式的理解。
除欧洲中心论外，各学科在方法论和研究视角方面的差异也导致国际关系研究

中“长视角”的缺位。 威廉姆斯（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哈德菲尔德（Ａｍｅｌｉａ Ｈａｄｆｉｅｌｄ）和
罗夫（Ｊ． Ｓ． Ｒｏｆｅ）敏锐地指出，虽然国际关系学者和历史学者都将政治史和外交史史

料当作各自研究的原始材料，但二者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方面千差万

别。 历史学家倾向于解释个体事件或行为发轫的具体原因、人物的动机及其影响，
而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将个体事件用于验证宏大理论或假设。 在此过程中，国际关

系学者有可能因为不了解一手资料，忽视个体事件的复杂背景，致使某些细节被放

大。 他们很可能使用历史学家加工过的“史料”，且这种史料大多是历史学家出于与

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完全不同的目的加工而成的。② 有些国际关系学者同时也建议历

史学家弱化他们对理论的固有疑虑，不要执着于强调历次事件的独特性和唯一性。③

除一般方法论外，韦斯特布鲁克（Ｒ．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和科恩（Ｒ． Ｃｏｈｅｎ）直截了当地指出，
许多古代资料无法为理论建设所用，这是因为古文字学家和古史专家不擅于以理论

叙事，同时许多古代外文资料的发表方式对于不识古文字、不熟悉具体历史背景的

理论学者而言不够“友好”。④

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的隔阂本身彰显了合作与沟通的重要性。 首先，正如布赞和

利特尔指出，如果近 ３００ 年来形成的国际体系只是人类文明史中众多国际体系的一

种，那么我们对于广义国际体系的理解及理论根据就不能仅仅建立在对威斯特伐利

亚体系以及现当代国际体系的认识之上。 ⑤特别是考虑到国际关系学者在现实中往

往需要承担政策分析以及预判的工作，学者的资料来源就不宜局限于基于近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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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得出的理论。 未来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至少在理论层面可能呈现出古代某一

时期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 其次，韦斯特布鲁克和科恩提出，现代国际关系学者往

往很难看清当代事件的最终结果，而古代事件则更容易被置于较为清晰的历史语境

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后见之明”更有效地分析政治实体（或其统治者）的决定对其内

政及其在地区内势力的相对消长所形成的长期影响。① 最后，从微观角度来看，处于

同一地区的古今政治实体常常面临类似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地缘政治影

响，因而古代相关历史事件与当代案例之间并不一定毫不相干。 当然，在利用古代

史料拓展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研究时，应注意到，古史的重构受到史料的限制，②

而且史料的保存本身具有高度的随机性；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千差万别，有必要对不同

时期政治实体及其组织形式、文化与信仰背景以及权力范围和对外影响方式等因素与

现当代类似概念的差异进行辨析。 换言之，我们应避免把现当代的概念强行套用在古

代史料上，而应该反过来从史料中提炼古代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概念及其内涵。
应该指出，尽管国际关系研究对于古代史料的利用仍然不甚充分，但不管是西方

还是中国，近期都涌现了关注古代国际关系和国家间交往的研究成果。 除上文引用的

西方理论学界的宏观研究外，中国学者近年来在相关研究方面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其中，有些研究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方法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国家间关系

相结合，③也有学者从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和其他著作中提炼出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国家

间交往、国家间权力转移的思想，丰富了现代国际关系这一过度依赖近现代西方思想和

经验学科的理论建设。④ 与西方古典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思想具备在各自文明中的传承

性不同，伊斯兰教出现前中东地区长达三千多年的文明史所产生的大量史料未被当代

文明所继承，因此很难为理论学者有效利用。 鉴于此，本文以古代西亚北非楔形文字史

料为工具，从微观视角分析上古时期西亚北非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 古代西亚北非的“国际体系”及其史料

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古代西亚北非地区就出现了城邦文明（两河流域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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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 ａｎｄ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ｏｈｅｎ， ｅｄｓ．， Ａｍａｒｎ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４－６．

参见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ｍｅｌｉａ Ｈａｄ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Ｊ． Ｓｉｍｏｎ Ｒｏｆ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８－１０； Ｄａｖｉｄ Ｃａｒｒ， Ｔｉｍ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ｓｔ， Ｅｖａｎｓｔｏ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王日华：《国际体系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第 ５８－６８ 页；王
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３－１２０ 页。

参见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Ｙａｎ Ｘｕｅｔｏ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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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统一的王国政体（埃及）。 从迟自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前期开始，两河流域的苏美

尔城邦出现了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及交战。 随着历史的演进，越来越多

涉及古代西亚和北非地区不同政治实体对外交往、冲突、争霸的资料被发掘出来。①

这些信息大多保存在楔形文字泥板文献中，以书信、条约、年鉴和文学作品为载体，
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西亚北非“国际社会”运行的窗口。② 这些资料主要集中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古巴比伦王国（Ｏｌｄ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时期（约公元前 ２０ 世纪年至公元前 １６ 世纪

初）君王的书信，主要包括城邦君主之间的信件，特别是古巴比伦王国 （Ｏｌｄ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国王汉谟拉比（Ｈａｍｍｕｒａｂｉ ／ ｐｉ）与叙利亚城邦国家之间的外交信

函和涉及外交事务的国家内部信件。③

二是青铜时代后期（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后期）以阿玛尔纳（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ＥＡ）档案

为代表的国际和外交书信。④ 阿玛尔纳书信大部分为公元前 １４ 世纪前后的外交信

件。 这些书信来往有助于现代学者重构这一时期埃及、赫梯⑤（Ｈａｔｔｉ）、凯西特巴比伦

（Ｋａｓｓｉｔｅ Ｂａｂｙｌｏｎ）⑥、米坦尼⑦（Ｍｉｔａｎｎｉ）、阿拉西亚⑧（Ａｌａｓｈｉｙａ）、亚述（Ａｓｓｙｒｉａ）以及

位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从属于埃及和赫梯的附属国等国际力量之间的交往与争

端。 除阿玛尔纳书信外，这一时期涉及外交的书信还包括叙利亚出土的乌嘉里特

（Ｕｇａｒｉｔ）文书中的国际书信。⑨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Ａｍéｌｉｅ Ｋｕｈｒｔ，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ｃ． ３０００－３３０ ＢＣ，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５；
Ｍａｒｉｏ Ｌｉｖｅｒａｎｉ，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４；
Ｍａｒｃ Ｖａｎ ｄｅ Ｍｉｅｒｏｏｐ，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ｃａ． ３０００－３２３ Ｂ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２０１５；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参见 Ａｍｎｏｎ Ａｌｔｍａｎ，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２５００－３３０ ＢＣＥ ，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２； Ａｍａｎｄａ Ｈ． Ｐｏｄａｎ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ｏｆ Ｋｉｎｇｓ Ｈｏ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Ｍａｒｉｏ Ｌｉｖｅｒａｎ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１６００－１１００ ＢＣ， Ｈｏｕｎｄｍｉｌｌｓ：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２００１．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Ｈｅｉｍｐｅ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ｉ Ａ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Ｗｉｎｏｎａ Ｌａｋｅ： Ｅｉｓｅｎｂｒａｕｎｓ， ２００３； Ｊ． Ｍ． Ｍｕｎｎ⁃Ｒａｎｋ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Ｂ．Ｃ．，” Ｉｒａｑ，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１， １９５６， ｐｐ． ６８－１１０．

关于阿玛尔纳书信的发现及研究史，见本文下一小节。
活跃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后期位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政权，其主要语言赫梯语（Ｈｉｔｔｉｔｅ）和卢维语

（Ｌｕｗｉａｎ）为印欧语。
巴比伦地区位于两河流域南部。 该历史阶段的巴比伦地区据信由来自伊朗扎格罗斯（Ｚａｇｒｏｓ）山脉的

凯西特人（Ｋａｓｓｉｔｅｓ）统治。 在阿玛尔纳书信当中巴比伦被称作“Ｋａｒｄｕｎｉａš”。
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的王国，鼎盛时期占据叙利亚大部、北部和安纳托利亚南部。 主体居民使用胡里

安语（Ｈｕｒｒｉａｎ），而统治者可能讲一种印欧语。
今塞浦路斯。
目前尚无乌嘉里特国际书信的整体编辑出版。 参见 ＰＲＵ （Ｃｌａｕｄｅ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 ｅｔ ａｌ Ｌｅ Ｐａｌａｉｓ ｒｏｙａｌ

ｄＵｇａｒｉｔ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１９５５－　 ）第三、四、六卷中的相关书信。 乌嘉里特的国际书信一般使用阿卡

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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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国际条约。① 国际条约主要集中在青铜时代后期赫梯帝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

“平等条约”和与其附庸国的“宗主国”条约②、铁器时代新亚述帝国与新近并入帝国范

围的附庸国之间的条约。③ 此外，小国之间签订的条约也充分说明古代近东地区小型

政治实体在特定条件下具备一定的独立外交能力。 在青铜时代后期，位于叙利亚的阿

拉拉赫王国（Ａｌａｌａｋｈ）曾与周边的基祖瓦特纳王国（Ｋｉｚｚｕｗａｔｎａ）和图尼普王国（Ｔｕｎｉｐ）
缔约，规定双方如何处理逃犯引渡等事宜。 在铁器时代，阿拉姆（Ａｒａｍｅａｎ）王国之间也

进行过缔约，如在阿勒颇附近发现的《塞菲拉条约》（Ｓｅｆｉｒ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等。
除外交书信和国际条约等双边文件外，出自一国内部的文献也为人们提供了研

究古代西亚北非地区国际关系的史料，包括历史文献、国王记述功绩的铭文以及能

够反映特定历史现实的文学作品等。
古代西亚和北非地区的外交书信和国际条约不仅向人们展现了该地区大国之

间的互动情况，而且还记载了一些规模偏小、实力较弱的地区政治实体立身于世的

方式和策略，其中尤以阿玛尔纳书信最为突出。 书信这种体裁不仅能在格式和术语

上体现通信双方的等级差异，而且记录了反映双方交往的细节事件，有助于人们追

踪某一问题的发展脉络、具体双边关系、宏观国际体系的互动及其对地缘政治的长

期影响。 下文将根据阿玛尔纳书信的文本记载，简要梳理埃及附庸国阿姆鲁

（Ａｍｕｒｒｕ）在既有国际体系中发展自身实力并适时改变效忠对象的过程，同时分析阿

姆鲁一方所采取的策略及其效果。

二、 阿玛尔纳书信时期的国际体系及埃及对叙利亚政策

在分析阿姆鲁的外交及军事措施前，我们首先需要大体了解这一时期西亚北非

的宏观国际体系框架。 埃及凭借第十八王朝以来对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的征服，
逐步在西亚北非关键地区建立了稳定的宗主国和附庸国关系，并且在某些重要据点

直接派驻军队。 随着叙利亚东部两河流域的米坦尼王国的衰落，北边的赫梯王国迅

速填补真空，开始重新干预该地区的政局并同埃及争夺地区主导权。
１８８７ 年至 １８９１ 年④在埃及开罗以南 ３００ 公里的阿玛尔纳出土的约 ３８０ 篇外交

·０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Ｋｉｔ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Ｊｏｈｎ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 ２０１２．

Ｇａｒｙ Ｍ．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Ｈｉｔｔｉ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ｅｘｔｓ，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李政：《赫梯条约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Ｓｉｍｏ Ｐａｒｐｏｌａ ａｎｄ Ｋａｚｕｋｏ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Ｎｅｏ⁃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Ｏａｔｈｓ，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Ａｎｓｏｎ Ｆ． Ｒａｉｎｅｙ， Ｔｈｅ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ｎｅｉｆｏｒｍ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ｏｆ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ｌ Ｅｘｔａｎｔ Ｔａｂｌｅｔ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４， ｐｐ． ３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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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是学界研究该时期西亚北非国际关系最主要的史料。① 这些资料虽在埃及出

土，但使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写成，绝大多数采用当时国际通用语言阿卡德语

（Ａｋｋａｄｉａｎ），少数以赫梯语（Ｈｉｔｔｉｔｅ）和胡里安语（Ｈｕｒｒｉａｎ）写就。 这些资料的形式主

要是其他地区大国和埃及的附庸国写给埃及法老的外交信函。② 据上述资料记载，
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主要是公元前十四世纪中后期）古代西亚北非地区的埃及、赫
梯、米坦尼、凯西特巴比伦和后起的中亚述帝国（Ｍｉｄｄｌｅ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等强国之间

存在一套以联姻、礼物交换、使节和书信往来等交往模式为基础的国际体系。③ 在该

体系中，同级别的君主在通信中彼此以兄弟相称，而附庸国则会称宗主国的国君为

“太阳”，称其大臣为父亲，同时自称仆人，这一体系帮助西亚北非地区维持了长达数

百年的和平。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内部，附庸国往往拥有自己的统治者，他们自称“市

长”，而埃及法老称他们为“某某城邦之人”，后者在阿卡德语中常有地方统治者之

意。 附庸国对埃及需要履行不同的义务。 仅从阿姆鲁与埃及的信件往来来看，附庸

国阿姆鲁需要向埃及进贡物资（ＥＡ １６０：９－１９）④、与其他埃及附庸国保持和平关系

（ＥＡ １６２）以及向埃及遣返犯人（ＥＡ １６２：６８－７７）。 当阿姆鲁吞并周边城市的行为引

起法老不满时，法老要求该国统治者阿济鲁当面解释事态原委（ＥＡ １６１， １６２ 等）。
相对于公元前 １５ 世纪的武装干预，这一时期的埃及对外政策相对和缓。 整个

１４ 世纪，埃及在南部邻国努比亚（Ｎｕｂｉａ）的军事行动屈指可数，而对叙利亚和黎凡特

的干预方式也以外交干预为主。⑤ 面对其他大国，阿玛尔纳书信所反映的稳定的大

国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正面冲突。 即便是正处在上升期的赫梯王国，虽时常

南下攻城略地，但与埃及仍然保持着和平的双边关系。 赫梯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国王

（Ｓｕｐｐｉｌｕｌｉｕｍａ Ｉ）曾致信埃赫那吞的继任者⑥谋求礼物交换。 在信中，他提及前任法

老曾主动提议：“让我们建立友好关系吧！”（ａｔｔｅｒūｔａｍｍａ ｌū ｎｉｐｐｕšｍｉ， ＥＡ ４１：９）“正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阿玛尔纳书信复杂的发表历史，参见 Ａｎｓｏｎ Ｆ． Ｒａｉｎｅｙ， Ｔｈｅ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ｎｅｉｆｏｒｍ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ｏｆ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ｌ Ｅｘｔａｎｔ Ｔａｂｌｅｔｓ， ｐｐ． ６－１０。 目

前常用的译本为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Ｍｏｒａｎ， Ｔｈｅ Ａｍａｒｎａ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Ａｎｓｏｎ
Ｆ． Ｒａｉｎｅｙ 的著作附有所有楔形文字文本的拉丁字母转写及评注。

除外交书信外，阿玛尔纳文本还包括文学作品、书吏学徒练习、表单等文件。 参见 Ｓｈｌｏｍｏ Ｉｚｒｅｅｌ，
Ａｍａｒｎ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Ｔａｂｌｅｔｓ， 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 ＳＴＹＸ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７．

Ｍａｒｉｏ Ｌｉｖｅｒａｎｉ，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Ｃｌｕｂ，” ｉ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 ａｎｄ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ｏｈｅｎ， ｅｄｓ．， Ａｍａｒｎ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１５－２７； Ｒｏｄｏｌｆｏ Ｒａｇｉｏｎｉｅｒｉ， “Ｔｈｅ Ａｍａｒｎａ Ａｇ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 ａｎｄ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ｏｈｅｎ， ｅｄｓ．， Ａｍａｒｎ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４２－５３．

ＥＡ １６０：９－１９ 即 Ｅｌ Ａｍａｒｎａ 第 １６０ 篇第 ９ 至 １９ 行；以此类推。
Ｖａｎ ｄｅ Ｍｉｅｒｏｏｐ，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ｃａ． ３０００－３２３ ＢＣ， ｐｐ． １９９－００．
关于信中被称为胡里亚（Ｈｕｒｉｙａ）的法老的具体身份是指阿蒙霍泰普四世（Ａｍｅｎｈｏｔｅｐ ＩＶ）、图坦卡蒙

（Ｔｕｔａｎｋｈａｍｕｎ）还是斯门卡拉（Ｓｍｅｎｋｈｋａｒａ），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Ｍｏｒａｎ， Ｔｈｅ Ａｍａｒｎａ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ｐ． １１５， 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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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父亲和我希望得到彼此的礼物①一样，现在也让你我之间保持友好关系”
（ＥＡ ４１：１７－２０）。 无论史实是否与苏庇路里乌玛一世所言相一致，②文献中都没有

发现有关埃及在此期间直接与赫梯交锋的记录。
这种状况是源于埃及主动制订的对外政策，还是由于埃及军事干预能力下降而鞭

长莫及，该问题难有定论。 一方面，埃及的大国地位似乎较为稳定，如阿玛尔纳外交书

信的发现地点所示，埃及应被视为当时西亚北非国际体系的核心；另一方面，埃及对叙

利亚和黎凡特地区的掌控能力相对有限。 以阿姆鲁为例，阿布迪·阿西尔塔（Ａｂｄｉ⁃
Ａｓｈｉｒｔａ）的扩张引起了埃及的警觉，埃及王室主要靠外交书信训诫（ＥＡ １６２），而非动用

武力，甚至当古布拉的统治者向埃及法老指责阿布迪·阿西尔塔的扩张行为时，埃
及并未作出积极回应，以至于前者抱怨法老不作为（ＥＡ ７６）。 因此，有学者认为阿布

迪·阿西尔塔之死可能是埃及派兵所为，但这种观点未必准确。 也有学者分析阿西

尔塔是死于内乱。③ 然而，即便埃赫那吞真的派军队干预了阿姆鲁政局，他也未能成

功遏制阿姆鲁的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阿布迪·阿西尔塔死后，埃及扶植了另一家

族，但未能成功。 阿布迪·阿西尔塔之子阿济鲁继续利用埃及相对宽松的政策壮大

自己，并积极与赫梯及其附庸国接触。 总之，在阿玛尔纳时期，埃及对阿姆鲁的控制

似乎并不成功。
如果上述评估符合事实，那么这种情况是否与埃及的内政有关呢？ 众所周知，

埃赫那吞是埃及史上著名的“异端法老”，他在登基第五年后改现名（原名阿蒙霍

泰普），建立新都埃赫塔吞（Ａｋｈｅｔａｔｅｎ），同时禁止崇拜其他神明，独尊阿吞神，而阿

吞神与太阳神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④ 埃赫那吞法老近乎一神化的宗教改革引起

·２８·

①

②

③

④

此处礼物一词来源于词根 š⁃ｌ⁃ｍ，本意与“平安” “和平”有关，一般是指用于友好交往的礼物。 莫兰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Ｍｏｒａｎ）将该词译为“友好”。 关于“礼物”的译法，参见 Ａｎｓｏｎ Ｆ． Ｒａｉｎｅｙ， Ｔｈｅ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ｃｅ 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ｎｅｉｆｏｒｍ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ｏｆ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ｌ Ｅｘｔａｎｔ Ｔａｂｌｅｔｓ，
ｐ． ３５９；Ｍａｒｔｈａ Ｔ． Ｒ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２０１１， š ＩＩＩ： ２４５．

在公元前 １３ 世纪，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Ｈａｔｔｕｓｉｌｉ ＩＩＩ）的和约中声称“自古以

来神明就不允许埃及与赫梯之间爆发战争”，但是埃赫那吞之后的图坦卡蒙、后来的塞提一世（Ｓｅｔｙ Ｉ）以及拉美

西斯二世本人都曾与赫梯直接对战。 双方之间爆发的卡迭石之战是古代西亚北非地区最著名的战役之一。 此

类追溯古代友好关系的段落只不过是当时国际条约的套话，不一定反映历史现实。 参见 Ｇａｒｙ Ｍ．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Ｈｉｔｔｉ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ｅｘｔｓ，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ｅｓｓ， ｐ． ９２。 同样，ＥＡ ４１ 中苏庇路里乌玛一世也可能只是在使用外

交辞令。 需要指出的是，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并非泛泛提及两个国家自古以来的关系，而是特别提到前任法老本

人，在时代上相隔并不远，而且新任法老对于当时的两国关系应该了解，因此他关于二人之间基本友好的描述

或许也不会与历史现实差距太大。
Ｉｔｈａｍａｒ Ｓｉｎｇｅｒ，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ｕｒｒｕ，” ｉｎ Ｓｈｌｏｍｏ Ｉｚｒｅ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ａｍａｒ Ｓｉｎｇｅｒ， Ａｍｕｒｒｕ Ａｋｋａｄｉａｎ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Ｖｏｌ． ２，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Ｇ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 １４５．
Ｊａｃｏｂｕｓ ｖａｎ Ｄｉｊｋ， “ Ｔｈｅ Ａｍａｒｎ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Ｎｅｗ 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ｃ． １３５２ － １０６９ ＢＣ），” ｉｎ Ｉａｎ

Ｓｈａｗ， ｅｄ．，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 ２６６－２７０；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Ｇｒｉｍａｌ，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ＭＡ：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１９９４，
ｐｐ． ２２８－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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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神明祭司阶层的强烈反弹，加之他取缔了一系列传统宗教节日及庆典活

动，对埃及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然而，埃赫那吞法老死后不久，
就有大臣提议图坦卡蒙废除埃赫那吞的改革和新都城，此后埃赫那吞本人留下的

部分遗迹遭到毁坏。① 那么，有没有可能埃赫那吞治下的埃及疲于应对激进改革所

造成的内部政治和宗教矛盾，而对外只能采取相对消极乃至绥靖的政策，并寄希望

既有国际秩序持续发挥作用呢？ 虽然与埃赫那吞本人同时期的文献仍然将其描述

为一个能够有效掌控军政系统、强有力的统治者，但他推行的政策在其死后被新政

府迅速废除本身就耐人寻味。 除体现出当时上层的权力争夺外，这可能间接反映了

埃赫那吞政策对埃及社会和实力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 虽然有间接证据表明在埃

赫那吞统治末期，埃及曾计划直接攻打已经投靠赫梯的阿姆鲁，但该计划可能并未

执行，也并未改变埃及逐步失去对叙利亚北部控制的事实。②

三、 阿姆鲁在阿玛尔那书信时期的扩张历程

阿玛尔纳书信使用的家庭式和等级式表述在本质上并未影响各国在外交上采

取的现实主义原则。③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古代西亚北非并非等级森严的体

系，因为在互称兄弟的列强之间，他们彼此忌惮并争夺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如索取

黄金、亚述谋求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而附庸国也并不甘心于仅仅替宗主国保卫边

疆。 相反，有的小国会力图在附庸国之间内部扩张，因而造成小国之间的矛盾冲突。
而面对大国，也有小国能够做到在不激怒宗主国的同时，利用大国间彼此的争夺和

牵制来发展自己的实力。
阿姆鲁的扩张过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④ 最初，阿姆鲁不是一个城市或城邦国

家，而是地处叙利亚中西部奥龙特斯河（Ｏｒｏｎｔｅｓ）沿岸区域的代称。 在公元前第二千

·３８·

①

②

③

④

Ｖａｎ ｄｅ Ｍｉｅｒｏｏｐ，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ｃａ． ３０００－３２３ ＢＣ， ｐｐ． １９８－９９；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Ｇｒｉｍａｌ，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 ｐｐ． ２４１－２４４； Ｂｒｕｃｅ Ｇ．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ｐ． ２２１－２２２．

根据乌嘉里特（Ｕｇａｒｉｔ）文献 ＲＳ ２０．３３，驻防阿姆鲁的军官写信给赫梯国王请求支援，信中提到他获取

了埃及法老可能会御驾亲征的情报，并以此为理由要求赫梯方面迅速派兵增援（ＲＳ ２０．３３ Ｃ １３－１４）。 参见

Ｉｔｈａｍａｒ Ｓｉｎｇｅｒ，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ｕｒｒｕ，” ｐｐ． １８０－ １８３，作者认为这场战役发生于阿姆鲁成为赫梯附

庸后。
Ｓｔｅｖｅｎ Ｄａｖｉｄ，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ａｒｎａ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 ａｎｄ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ｏｈｅｎ， ｅｄｓ．， Ａｍａｒｎ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５４－６７．
关于阿姆鲁的历史，参见 Ｉｔｈａｍａｒ Ｓｉｎｇｅｒ，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ｕｒｒｕ”； Ｈｏｒｓｔ Ｋｌｅｎｇｅｌ， Ｓｙｒｉａ ３０００ ｔｏ

３００ ＢＣ 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ｒｌｉ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９２， ｐｐ． １６０－１８０； Ｔｒｅｖｏｒ Ｂｒｙｃ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ｙｒｉａ Ａ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４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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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后期之前，阿姆鲁①指的是在两河流域以西的西闪米特语的游牧部落。② 自公元

前第三千纪后期开始，这些部落逐渐东迁，占据了古代西亚北非的传统城邦，某些家

族在某些城邦获得了较高的政治权力。 苏美尔的乌尔第三王朝结束后，出现了西闪

米特人主导的“伊新—拉尔撒时期”，最终他们重新统一两河流域，建立巴比伦汉谟

拉比王朝。 在古巴比伦时期的马里书信及阿拉拉赫文书中，阿姆鲁所指的范围已经

缩小到叙利亚地区的中部和南部。 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开始，阿姆鲁的势力范围

进一步缩小到叙利亚内陆一个不知名的王国。③

阿姆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后期与多个地区强国息息相

关。 以胡里安人为主体的米坦尼王国一度是该地区的宗主国。 此外，胡里安人在叙

利亚地区建立了多个城邦国家。 公元前 １６ 世纪，埃及新王国伊始，雅赫摩斯一世

（Ａｈｍｏｓｅ Ｉ）驱逐了曾经在希克索斯（Ｈｙｋｓｏｓ）王朝统治埃及的闪米特人，并将自己的

势力范围扩张到西亚地区。 经过百余年的争夺，埃及逐渐取代米坦尼成为叙利亚和

黎凡特地区的主人。④ 许多城邦国家沦为埃及的附庸国，米坦尼势力范围缩小。 公

元前 １４ 世纪，北方的赫梯王国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开始向南扩张，将阿姆鲁以北、
以东的原米坦尼附庸国纳入赫梯的势力范围。 至此，阿姆鲁成为埃及势力范围的最

北端，夹在埃及和赫梯两大强国之间。
在埃及阿蒙霍泰普三世（Ａｍｅｎｈｏｔｅｐ ＩＩＩ）和埃赫那吞法老时期，阿姆鲁逐渐强大

起来。 阿布迪·阿西尔塔领导阿姆鲁后，实行扩张政策，先后吞并了伊尔卡塔（ Ｉｒｑａ⁃
ｔａ）、图尼普等城市，甚至攻下了埃及直接派驻大臣镇守的苏穆尔（Ｓ·ｕｍｕｒ）和乌拉萨

（Ｕｌｌａｓａ）等城邦。 阿西尔塔的扩张行为引发了阿姆鲁部落其他首领和埃及附庸小国

的警觉和抗议，如古布拉⑤（Ｇｕｂｌａ）的国王里布—哈达（Ｒｉｂ⁃Ｈａｄｄａ）曾指出，阿西尔塔

的行为使阿姆鲁其他统治者感到恐慌，里布—哈达“不喜欢他”并且时刻盼望埃及派

军镇压他（ＥＡ ７３：１７ｆｆ．）。 里布—哈达还指责阿西尔塔整合哈比鲁⑥势力准备侵略

古布拉本身（ＥＡ ７３， ７４ 等），但埃及对这些警示缺乏明确态度。 阿西尔塔死后，其子

阿济鲁子承父业，继续执行扩张政策，虽然进一步打破了埃及附庸国内部的均势，但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苏美尔语楔形文字表意符号写为 ＭＡＲ．ＴＵ。
这些操西闪米特语言的部落被称为亚摩利人（Ａｍｏｒｉｔｅｓ），希伯来圣经对这些人群也有记载。
Ｉｔｈａｍａｒ Ｓｉｎｇｅｒ，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ｕｒｒｕ，” ｐ． １３７．
Ｂｅｔｓｙ Ｂｒｙａｎ，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ｍａｒｎ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ｃ． １５５０－１３５２ ＢＣ），” ｐｐ． ２３７－２４１； Ｉｔｈａｍａｒ

Ｓｉｎｇｅｒ，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ｕｒｒｕ” ．
后期希腊文献中称为比布洛斯（Ｂｙｂｌｏｓ）；现称朱拜勒（Ｊｕｂａｙｌ），位于今天的黎巴嫩。
从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开始，楔形文字文献开始出现关于被称为哈比鲁哈比鲁（Ｈａｐｉｒｕ ／ Ｈａｐｉｒｕ ／

Ａｐｉｒｕ）的人群的记载。 在阿玛尔纳书信时期，叙利亚地区存在大量哈比鲁人，他们似乎是一群背井离乡的外来

人口，在城邦内部充当劳工，其中一些可能成为了匪徒，侵扰定居城邦的居民，是叙利亚和黎凡特地区城邦的心

腹大患。 关于哈比鲁人研究的综述，参见 Ｎ． Ｐ． Ｌｅｍｃｈｅ， “Ｈａｂｉｒｕ ／ Ｈａｐｉｒｕ”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Ｎｏｅｌ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ｉｂｌ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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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对阿姆鲁的扩张行为难以进行有效遏制。 埃及初期对阿姆鲁的绥靖政策或许

与埃及试图靠阿姆鲁稳定北部边防有关。① 然而，阿姆鲁似乎并不满足于充当法老

的边防工具。 一方面，在法老指责其行为过分并怀疑忠诚时，阿姆鲁的两位君主利

用外交手段尽量稳住对方；另一方面，阿姆鲁坚持执行扩张政策以提升自己的实力。
最终阿姆鲁倒向赫梯一边，成为赫梯的附庸国。 总之，阿姆鲁自始至终都以自身利

益最大化为准则。

四、 阿姆鲁对周边大国的外交策略

从阿姆鲁寄出的二十几封书信（ＥＡ ６１－６５，１５７－１７１）中可以窥探出阿姆鲁对埃

及的外交策略。 从整体上看，阿姆鲁国王阿布迪·阿西尔塔和阿济鲁利用埃及较少

干预阿姆鲁这一客观条件，对法老的命令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战术。
首先，两任国王都在口头上效忠埃及，宣称自己的军事行动其实是在保护埃及

的利益。 阿布迪·阿西尔塔强调自己是埃及法老的仆人和“看门狗”（ＥＡ ６０：６－７），
是在替法老看管阿姆鲁的土地（ＥＡ ６０：８－９），米坦尼的军队时常侵扰埃及北部附庸，
而他在保护法老的疆土（ＥＡ ６０：１３－１９）。 阿布迪·阿西尔塔辩称，他占领了埃及长

官帕纳哈特（Ｐａｎａｈａｔｅ）驻守的苏穆尔城，旨在替公务在身的埃及长官看管苏穆尔的

田地。 但是，阿西尔塔致信帕纳哈特本人时却表示，他占领苏穆尔是为了防止舍赫

拉利（Ｓｈｅｈｌａｌｉ）势力的侵略。② 同时，阿济鲁在致信埃及大臣图图（Ｔｕｔｕ）时显得异常

谦卑，将对方称作自己的父亲、主人，声言“阿姆鲁③是你的土地，我家就是你家”
（ＥＡ ６０：１５－１６），“我是我主国王的奴仆，决不会背离他的命令” （ＥＡ ６０：３２－３３）。
此外，阿济鲁千方百计满足法老对阿姆鲁的物资进贡要求（ＥＡ １６０：１４－１９），承诺重

建苏穆尔城（ＥＡ １５９， １６０， １６１）。 不过，当法老要求他前往埃及时，他再三推脱，甚
至提出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去埃及面见法老，称自己为应对赫梯的军事威胁需要留在

阿姆鲁（ＥＡ １５６， １６０， １６４－１６７）。 阿济鲁还向法老提出前往埃及面见法老的条件，
即只有在法老及其大臣发誓不伤害他的前提下他才会前往埃及（ＥＡ １６４：３５－４２）。
最终，阿济鲁面见法老时，他的儿子再次以防卫事务为由致信法老和他本人，恳请法

老尽快放人（ＥＡ １６９－１７０）。
其次，在表达效忠和辩解的同时，阿济鲁也强调自己受他人诽谤，并借此干扰埃

·５８·

①
②

③

Ｔｒｅｖｏｒ Ｂｒｙｃ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ｙｒｉａ Ａ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 ４９．
舍赫拉利可能是侵扰城邦和埃及的“沙苏”（Ｓｈａｓｕ）群体的一支，见 Ａｎｓｏｎ Ｆ． Ｒａｉｎｅｙ， Ｔｈｅ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ｎｅｉｆｏｒｍ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ｏｆ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ｌ Ｅｘ⁃
ｔａｎｔ Ｔａｂｌｅｔｓ， ｐ． １８．

此处的阿姆鲁原文写作复数 ＫＵＲ．ＭＥŠ Ａｍｕｒｒｕ，即“诸阿姆鲁”，表明了阿姆鲁地区在阿布迪·阿西尔

塔兴起之前是不同阿姆鲁人部落杂居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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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判局势的准确性。 阿济鲁请求埃及大臣图图拒绝“骗子”在法老面前造谣生事

（ＥＡ １５８：２２－２６），更是声称“所有那些城邦的统治者都是骗子”，并要求法老明察

（ＥＡ １５９：３９－４２）。 此处“城邦统治者”一词为复数（ＬÚ．ＭＥŠ ｈａｚａｎｎｕｔｅＭＥŠ），从侧面

反映了向法老抱怨阿济鲁的可能并不只有古布拉一国。 显然，阿济鲁的扩张行为已

经破坏了叙利亚小国内部既有的均势和秩序，引发小城邦国的广泛不安。 总之，阿
济鲁不遗余力地干扰埃及方面对不同附庸国上报信息的评估能力。

最后，阿济鲁在书信中多次提及赫梯及其附庸国对阿姆鲁的威胁。 阿济鲁提

到，努加舍（Ｎｕｇａššｅ）的国王们侵略阿姆鲁并占领了自己的城市（ＥＡ １６１： ３５－４０），
导致自己未能及时重建苏穆尔城。 之后，当法老要求阿济鲁速到埃及面见他时，他
又反复解释称，赫梯国王的军事威胁（ＥＡ １６４－１６７）使其无法前往，“我正在图尼普

城①，赫梯国王正要来阿姆鲁②———国王（指埃及法老）的土地，我主国王怎能不允许

我留下来保卫他自己的土地呢？③ 现在赫梯国王在努加舍，距图尼普（此时为阿姆鲁

城市）仅两日路程，我担心他会攻击图尼普”（ＥＡ １６５：３０－４１）。 值得注意的是，阿济鲁

此时没有忘记强调阿姆鲁是法老的土地，而赫梯攻击威胁的是埃及自身的利益（ＥＡ
１６８：２５－２７）。 当阿济鲁在埃及面见法老时，他的儿子致信法老和他自己，提到在阿济

鲁离开阿姆鲁后，努加舍和赫梯已经直接觊觎阿姆鲁的土地了（ＥＡ １６９－１７０）。 据此，
赫梯的军事威胁应该是历史事实，阿济鲁的表达方式也让埃及方面陷入两难境地。
阿济鲁强调赫梯势力的威胁以及自己为埃及镇守边关，让阿姆鲁扩充自己的实力具

备一定的合法性，空虚而羸弱的边疆更难以抵挡强敌的进攻。 从阿济鲁自己的立场

·６８·

①
②

③

记录原文的泥板损毁，经 Ａｎｓｏｎ Ｆ． Ｒａｉｎｅｙ 考证，此处可能是“正在图尼普城”。
莫兰（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Ｍｏｒａｎ）将这句话译为“赫梯国王已经进入（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了阿姆鲁”，也就是说赫梯当

时已入侵阿姆鲁。 但此处阿卡德语原文为“ ｉ⁃ｌａ⁃ｋà⁃ａｍ”，时态似应为现在 ／ 将来时，故此处改为将来时，从雷尼

（Ａｎｓｏｎ Ｆ． Ｒａｉｎｅｙ）译法。 根据原文，阿济鲁再次强调担心赫梯会入侵阿姆鲁（ＥＡ １６６： ２２－２４），此事仍为将来

时。 如果当时赫梯已经攻打阿姆鲁，那么 ＥＡ １６６ 中阿济鲁的说辞就讲不通了。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Ｍｏｒａｎ， Ｔｈｅ
Ａｍａｒｎａ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ｎｓｏｎ Ｆ． Ｒａｉｎｅｙ Ｔｈｅ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ｎｅｉｆｏｒｍ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ｏｆ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ｌ Ｅｘｔａｎｔ Ｔａｂｌｅｔｓ．

这句话开头为“ｋｉ⁃ｉ ｌａ ．．．”，ｋî 一词在阿姆鲁寄往埃及的信中只出现了一次，参见 Ｊｏｈｎ Ｈａｙｅｓ， “Ｄｉａｌｅｃ⁃
ｔ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ｋｋａｄｉ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ＵＣＬＡ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４， ｐ． １７９。 不同译者对这句话的翻译并不一致。 莫兰（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Ｍｏｒａｎ）将这句话译为

“因为……没有让我（ｄｉｄ ｎｏｔ ｌｅｔ ｍｅ）……”，但这句话的动词“ ú⁃ｗａ⁃ａš⁃šａｒ⁃ａｎ⁃ｎｉ”并不是过去时；雷尼（Ａｎｓｏｎ Ｆ．
Ｒａｉｎｅｙ）则将该句译为“但愿（ ｉｆ ｏｎｌｙ）……允许我（ｗｏｕｌｄ ｐｅｒｍｉｔ ｍｅ）……”，但将“ｋī ｌā”译为“但愿”似乎缺乏支

持。 或许译者将词句理解为誓言，即“我主若不……（则……）”，但下级以上级为主体发誓，应较罕见；海斯

（Ｊｏｈｎ Ｈａｙｅｓ）将这句话译为“……怎么能不允许我（ｈｏｗ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 ｍｅ）……”。 考虑到阿玛尔纳书信中叙

利亚和黎凡特地区的统治者及其书吏的阿卡德语可能受到西北闪米特语言的影响，将 ｋī 理解为“怎么”（类比

希伯来语中 ｋî 的用法）似乎有一定根据，故此处采用他的译法。 Ｊｏｈｎ Ｈａｙｅ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ｋｋａｄｉ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Ａｍａｒｎ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ｐ． １７６。 此外，因 ｋî 一般有“如
果”之意，故此处也可以翻译成“如果……不允许我……”，在条件句中用 ｌā 否定动词符合句法，而条件句中也

可以用现在 ／ 将来时来表示“意愿”，参考 Ｊｏｈｎ Ｈｕｅｈｎｅｒｇａｒｄ，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Ａｋｋａｄｉａｎ， Ｗｉｎｏｎａ Ｌａｋｅ： Ｅｉｓｅｎｂｒａｕｎｓ，
２０１１， ｐ． １６０，但这样翻译的主要问题在于条件句的条件部分似乎很少置于结果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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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他坚信自身的强大会提升邦国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一旦需要重新选边站队时，
自己会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显然，在阿姆鲁与埃及的信件交往中，阿姆鲁的统治者似乎觉察到埃及干预叙

利亚的方式十分软弱。 当赫梯威胁阿姆鲁时，宗主国埃及并未提供有力的支援。 在

此情况下，阿姆鲁扩充实力且对法老之命令阳奉阴违，反映出阿姆鲁力争在大国均

势发生变化的前提下，结合地缘位置，重新评估国际体系对自身的影响，乃至主动向

赫梯靠拢。① 阿济鲁提到埃赫那吞法老曾指责他款待赫梯信使却怠慢埃及信使的情

况，但阿济鲁并未直接回应，而是再次机械地强调阿姆鲁隶属法老（ＥＡ １６１：４７－５３）。
埃赫那吞直接点明阿济鲁私自接洽卡迭什（Ｑａｄｅｓｈ）的国王，而后者当时已经成为赫

梯的附庸国并与埃及为敌（ＥＡ １６２：２４－２５）。 之后，赫梯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与阿

济鲁正式缔约，阿济鲁正式成为赫梯的附庸国。 在条约的历史背景部分，苏庇路里

乌玛一世声称，当埃及法老、米坦尼国王和一系列叙利亚小国的君主都与赫梯国王

敌对之时，②阿济鲁“从埃及领土的大门口过来……跪倒在大王的面前”③。 换句话

说，阿济鲁并未试图抵抗赫梯，④而是主动投入了北方强邻主导的宗主国—附庸国体

系之中。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测，至迟在阿济鲁治下，阿姆鲁已主动向赫梯表达忠

诚并最终投诚，⑤甚至有理由相信阿姆鲁的扩张决定与赫梯不断南下的影响力紧密

相关。 在埃及和赫梯之间，阿济鲁通过分析局势，把“宝”押在了崛起的赫梯一方。
从赫梯的角度而言，阿姆鲁并未在其南下过程中发起抵抗，且阿姆鲁在埃及附庸国

内部的军事行动起到了扰乱埃及对该地区掌控并影响其威信的作用。 因此，阿姆鲁

实际上是一个值得培植的地方势力。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赫梯对叙利亚地区的政策

中，扶持小国乃至协助其增强自身实力曾有先例，如在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写给乌嘉

里特国王尼克玛杜（Ｎｉｑｍａｄｄｕ）的信中，他允许并鼓励后者攻击周边反叛的赫梯附庸

国并将其兵力及领土据为己有（ＲＳ １７．１３２）。⑥ 尽管没有相关史料支撑，但我们还是

推测赫梯有可能也在暗中支持阿姆鲁针对其他埃及附庸国的军事行动。
其他一些资料似乎展现了一幅更加复杂的图景。 有两处赫梯文献声称阿姆鲁在阿

济鲁统治之下曾经也是米坦尼帝国的附庸国。 其中一封（ＫＵＢ １９．１５＋ＫＢｏ ５０ ２４）很可能

是赫梯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的儿子穆尔西里二世国王写给埃及法老的信件。 在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ｉｏ Ｌｉｖｅｒａｎｉ， “Ａｚｉｒｕ： Ａ Ｓｅｒｖａｎｔ ｏｆ Ｔｗｏ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ｏ Ｌｉｖｅｒａｎｉ， Ｍｙ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Ｚａｉｎａｂ Ｂａｈｒａｎ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ｃ Ｖａｎ Ｄｅ Ｍｉｅｒｏｏｐ， ｔｒａ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ｑｕｉｎｏｘ， ２００４．

此处与 ＥＡ ４１ 中赫梯国王写给埃及法老的信中描述的和平关系不同，或许与埃及与米坦尼两个大国

当时仍有效的结盟关系有关，未必表明当时赫梯与埃及之间发生过直接军事对立。
Ｇａｒｙ Ｍ．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Ｈｉｔｔｉ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ｅｘｔｓ， ｐ． ３３．
Ｉｂｉｄ．， ｐ． ５１．
Ｉｔｈａｍａｒ Ｓｉｎｇｅｒ，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ｕｒｒｕ，” ｐｐ． １８０－１８３．
Ｔｒｅｖｅ Ｂｒｙｃｅ，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ｔｔｉｔ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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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穆尔西里二世强调自己并未将阿姆鲁从埃及手中夺过来，并称米坦尼帝国介

入了埃及和阿姆鲁的关系。 他写道，后来赫梯国王击败了阿姆鲁并将阿姆鲁从米坦

尼手中抢了过来。① 而在苏庇路里乌玛一世统治时期约一百年后，赫梯国王图特哈

里亚四世（Ｔｕｄ ／ ｔｈａｌｉｙａ ＩＶ）与阿姆鲁国王绍施加木瓦（Šａｕšｇａｍｕｗａ）签订的宗主国条

约也指出阿济鲁当初仍是米坦尼的附属国。 但根据这份条约，阿济鲁并未与赫梯为

敌，相反他“保护”了（ＰＡＰ⁃ａšｔａ ／ ｐａｈｈａšｔａ）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和赫梯王国的利益，并
且在穆尔西里二世统治时期继续保持对赫梯的忠诚，从未冒犯过赫梯（ｗａšｔ⁃：有犯罪

之意）（ＫＵＢ １９： ２１－２７）。 这种说法与上文引用的苏庇路里乌玛一世与阿济鲁本人

的条约内容基本相符。 不过，在穆尔西里二世与阿姆鲁国王图皮·泰舒普（Ｔｕｐｐｉ⁃
Ｔｅššｕｐ）的条约当中，赫梯国王提到阿济鲁成为苏庇路里乌玛一世的附属国，但阿卡

德语和赫梯语版本似乎有所差别。 根据阿卡德语的内容，阿济鲁可能曾与赫梯为

敌，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击败他之后阿济鲁才变成赫梯的奴仆；赫梯语版本则表明阿

济鲁主动投靠了苏庇路里乌玛一世。 换句话说，阿卡德语版本可能与苏庇路里乌玛

一世与阿济鲁的条约内容相悖，而赫梯语版本则相符。② 不过，该条约没有指明阿济

鲁过去的效忠对象到底是埃及还是米坦尼。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声称阿济鲁曾经在投靠赫梯之前做过

米坦尼附庸的确凿材料出现在苏庇路里乌玛一世的儿子穆尔西里二世③和苏庇路里

乌玛一世约一个世纪后两个时期；其次，阿济鲁是否做过米坦尼的附庸与他是否武

力对抗苏庇路里乌玛一世不一定存在关联；最后，凡确认阿济鲁做过埃及附庸国的

文件都表示阿济鲁从未与赫梯为敌。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假如当时阿济鲁的确是

米坦尼的附庸，为何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在他与阿济鲁本人的条约当中避谈此事？ 为

何恰恰是写给埃及法老的信件中明确表示阿济鲁做过米坦尼附庸并且被苏庇路里

乌玛一世武力征服，而这种说辞在距离事件较远的图特哈里亚四世时期才被重提？
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虽然埃琳娜·德维奇（Ｅｌｅｎａ Ｄｅｖｅｃｃｈｉ）认为这些证据很可

·８８·

①

②

③

Ｊａｒｅｄ Ｌ． Ｍｉ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ｔｔｉｓ Ｓｙｒｉａｎ Ｖａｓ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ｓ Ｍｅｄｄｌｉｎｇ ｉｎ Ａｍｕｒｒｕ，” ｉｎ Ａｌｆｏｎｓｏ
Ａｒｃｈｉ ａｎｄ Ｒｉｔａ Ｆｒａｎｃｉａ， ｅｄｓ．， ＶＩ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 ｄｉ Ｉｔｔｉｔｏｌｏｇｉａ， Ｒｏｍａ， ５ － ９ Ｓｅｔｔｅｍｂｒｅ ２００５， Ｐａｒｔｅ ＩＩ，
ＳＭＥＡ ５０， ５３６．

埃琳娜·德维奇（Ｅｌｅｎａ Ｄｅｖｅｃｃｈｉ）指出，苏庇路里乌玛一世与阿济鲁条约本身的阿卡德语版本存在

“笔误”，将与赫梯敌对的米坦尼（此处成为 Ｈｕｒｒｉ）写成了 Ａｍｕｒｒｕ。 德维奇认为，这反映了赫梯人内心中深知阿

姆鲁曾经是敌人，而此笔误是这种敌意下意识的流露。 Ｅｌｅｎａ Ｄｅｖｅｃｃｈｉ， “Ａｚｉｒｕ， Ｓｅｒｖ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Ａｌ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１， ２０１２， ｐ． ４４。 有趣的是，在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和穆尔西里二世的

两份条约中，都是阿卡德语版本透露出阿姆鲁可能曾经与赫梯敌对（因而阿济鲁在给法老的书信中声称的抵抗

赫梯可能有现实根据），这是否与阿姆鲁人懂阿卡德语有关，因而需要指明并给对方以警示？ 我们无法确定。
穆尔西里二世的兄长阿尔努万达二世（Ａｒｎｕｗａｎｄ ＩＩ）是苏庇路里乌玛一世的继任者，但登基一年半左

右就去世。 因此，穆尔西里二世统治时期距其父统治时期很近，他本人也应该对苏庇路里乌玛一世统治时期的

地区政治形势较为了解，不应无故混淆阿济鲁以往的效忠方向。



从阿玛尔纳书信看古代西亚北非大小国家间的关系


能表明阿济鲁作为埃及正式附庸并周旋于埃及、赫梯之间时亦与米坦尼暗渡陈仓，
但似乎也可以这样解读：穆尔西里二世在寄给法老的信件中试图推脱暗通埃及附庸

的责任，而在图特哈里亚四世时期由于埃及已成为赫梯盟国，因而重提双方敌对旧

事无甚裨益。①

无论阿济鲁时期的阿姆鲁是否做过所谓“三姓家奴”，阿姆鲁面对域外大国势力

无疑采取了灵活多变而且务实的态度。 在大国之间的小国体系内部，扩张政策为阿

姆鲁赢得了应对地区整合时的主动权，使之成为地区内领土面积较大、军事实力相

对较强的势力。 因而，阿姆鲁得以避免地区其他势力（如赫梯南部附庸）被吞并的命

运。 换言之，在地区局势变换的大局之下，阿姆鲁利用对时局的合理解读和预估，先
发制人地整合地区力量，从而在应对大国干预时为自己赢得了筹码。

五、 结语

阿姆鲁的历史发展和扩张过程体现了它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 一方面，在书

信往来中，阿姆鲁严格遵守阿玛尔纳书信中的等级区分并以仆人、看门狗等称谓描

述自己在埃及所掌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阿姆鲁在实际行动中并不甘

于充当埃及的奴仆和附庸，也绝不满足于维持现有体系。 阿姆鲁对现有国际体系及

其呈现的家族化语言特征仅有表面的遵从，事实上则完全以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制订

自己的外交政策。 当然，由于我们并不掌握阿姆鲁内部的文献（如其国王的铭文），
因而无法得知阿姆鲁在自身势力范围内所表述的国际观、外交观是否会更直接地表

述其对外政策上的野心，这也反映出我们对古代政治实体特别是小国的国际关系观

以及整体价值观的理解，往往不够全面。
阿姆鲁的策略体现了小国统治者对大国体系内部的实力变化有清醒的认识，而

这种判断标准可能来源于对埃及、赫梯实力消长的观察以及对自己地理位置的评

估。 自阿布迪·阿西尔塔开始，阿姆鲁觉察到北方的强邻赫梯帝国在击败米坦尼帝

国后成为在叙利亚北部地区最主要的外来影响力量。 同时，赫梯频频南下用兵打击

埃及的北部附庸国以及米坦尼的前附庸国，直接威胁到阿姆鲁的安全。 地处该区域

北部的阿姆鲁，恰恰处于两个大国势力的交界处，亦即二者角力的漩涡中心。 在这

种态势之下，吞并邻国领土、提升自身实力，可以增加阿姆鲁与两个利益攸关的大国

进行交涉时的筹码。 此外，在阿济鲁时期，阿姆鲁面临的大国势力有可能还包括旧

强国米坦尼。 这个地区小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采取了灵活而主动的策略，将大

·９８·

① Ｃ． Ｚａｃｃａｇｎｉｎｉ，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Ｈｉｔｔｉ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ｕｄｈａｌｉｙａ ＩＶ，” ｉｎ Ｆｉｏｒｅｌｌａ Ｉｍｐａ⁃
ｒａｔｉ， ｅｄ．， Ｓｔｕｄｉ ｄｉ ｓｔｏｒｉａ ｅ ｆｉｌｏｌｏｇｉａ ａｎａｔｏｌｉｃａ ｄｅｄｉｃａｔｉ ａ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Ｐｕｇｌｉｅｓｅ Ｃａｒｒａｔｅｌｌｉ  Ｅｏｔｈｅｎ １ ， Ｆｉｒｅｎｚｅ：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１９８８， ｐｐ． ２９５－２９９。 德维奇反对这种观点，参见 Ｅｌｅｎａ Ｄｅｖｅｃｃｈｉ， “Ａｚｉｒｕ， Ｓｅｒｖ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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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系为我所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当然，在叙利亚和黎凡特的诸多小国内部，阿姆鲁的做法无疑打破了实力均衡，

从而引起了其南部邻国古布拉的极大不满。 埃及附庸小国当中的实力一旦失衡，如
果埃及干预不力，也容易造成其他小国离心离德、倒向赫梯，从而触发大国角力的天

平倒向北方。① 这使阿姆鲁的行为更具冒险性。 而阿姆鲁的统治者对己方策略的后

果估计得当，尽量避免与埃及直接对抗。 与此同时，阿姆鲁也注意到埃赫那吞时期

埃及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持续对叙利亚和黎凡特地区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因而阿姆鲁

的收敛仅限于外交辞令。 此外，阿姆鲁最终与赫梯缔结条约并且随乌嘉里特、卡迭

石等叙利亚地区重镇彻底成为赫梯附庸这一历史事实，也间接反映了阿姆鲁一方重

视赫梯崛起的战略预判。 这一地区局势直到拉美西斯二世埃及军事中兴并与赫梯

在卡迭石直接交手时也没有完全改变，并最终在埃及、赫梯因新亚述帝国崛起而缔

结和约时得到埃及方面的承认。② 总之，阿玛尔纳外交书信为我们理解阿玛尔纳时

期阿姆鲁的外交政策及其与大小邻国的互动情况提供了难得的观察视角。
此外，阿姆鲁在宏观国际体系中的对外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虽然由于

时代背景上的巨大差异，我们无法评估阿姆鲁的具体策略对现代西亚和北非小国国

际关系有何指导意义，但在理论研究层面，楔形文字时期的古代西亚北非确实为我

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由于楔形文字泥板和石刻本身易于保存、相比生物材料

不会腐烂、消解的特性，许多涉及当时居民生活、宗教以及法律和经济活动的珍贵资

料都得以留存。 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诸多古代君主之间的书信交往帮助我们了

解上古西亚北非地区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寻求均衡的过程与细节举

措。 这些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主权、帝国、国际体系、边界等概念以及评估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参照。 可以说，对楔形文字史料等历史资料的运用，将为我们

考察西亚北非地区国际体系在历史上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材料和视角。

（责任编辑：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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